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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伦理∗

姚 新 中　 　 　 尼　 莎

摘　 要：全球化行进至今，虽争议不断，但并未停止发展脚步。 ２０１９ 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

活，也为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 重返关于全球化伦理的各种争论，分析全球化发展过程中

可能要面对的诸种问题，从关系伦理出发，将有助于我们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合理性进行价值论证。
在新的环境下，全球化将会展现新的形式和内容，但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不会逆转。 因此，有必要从历史层面的关系

性、现实层面的关系性和方法层面的关系性视角，来探讨后疫情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构建和全球化关系伦

理的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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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全球化”开始引发持续

关注。 布鲁斯·马兹利什（Ｂｒｕｃｅ Ｍａｚｌｉｓｈ）曾指出，
如同一个半世纪前托马斯·卡莱尔（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ｒ⁃
ｌｙｌｅ）在论文《时代的标志》（Ｓｉｇ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１８２９）
中以“机械”来规定其时代一样，我们亦只能以“全
球化”来规定我们的时代。①他进而把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史学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称为“新全球史”②。
然而，２０１９ 年底开始蔓延的新冠疫情，迅速成为

１９１８ 年西班牙流感以来的又一次世界性“大流行”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以其暴发国家之多和感染人数之众，几
乎改变了新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疫情导致多

数国家不得不封锁边境，限制交通，调整政治、经济

与外交政策。 人类社会似乎骤然从已经初具规模的

全球互联互通回归到各自围城的原始时代；与之相

应，全球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回归

传统、回归本土、回归地方性进而走向极端，否定全

球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一
时甚嚣尘上。 针对反全球化的逆流，中国领导人近

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要拆

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

钩，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
衡、共赢的方向发展。③这一理念不仅具有推动经济

全球化的积极意义，而且适用于包括政治、经济、价
值在内的广义全球化进程。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以往

认识的基础上对全球化做出新的理解，对疫情和后

疫情所带来的伦理挑战进行恰当回应，对全球化关

系伦理的出路进行必要探索。

一、全球化与后疫情世界

虽然“全球化”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作为一个特殊语

词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开始在媒体中广泛应用，但
其所内蕴的价值理想却表明它是一种伴随人类生产

实践而不断扩大的交往活动，是一个在经济、政治、
科技和文化等各领域从多元趋向多元一体、从特殊

趋向普遍、从隔膜对立趋向包容互鉴的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及二者的关系层面

对全球化的概念进行梳理。
从时间维度看，全球化常有“狭义”与“广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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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狭义的全球化又称“短”全球化，指发生于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成长于 ２１ 世纪的国际化、世界

化、地球村运动。 广义的全球化又称“长”全球化，
它与人类文明相始终，是由自然环境、语言交往、宗
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形成的不同区域、部
落、民族、国家逐渐相互连接、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

跨区域、跨体系过程。 从空间维度看，全球化现象包

含多维空间，具有时空合一的多重属性。 它既是活

动和过程，也是观念与价值。 戴维·赫尔德（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和安东尼·麦克格鲁（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ｃＧｒｅｗ）从空

间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相对的组织结构变化来界

定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跨洲际流动与社会互动

模式影响范围的扩大，影响程度的加速和更深入。
它代表连接远距离社群的人类组织结构所产生的改

变，并使全球各区域与大陆的权力体系触角更加延

伸”④。
区分狭义全球化与广义全球化必然涉及如何对

全球化进行定性的问题。 早期研究全球化的学者大

多把全球化理解为全球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关联性

的日益加深。 赫尔曼·Ｅ．戴利（Ｈｅｒｍａｎ Ｅ． Ｄａｌｙ）认
为，全球化是指通过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以及

较少或完全不受限制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世界各国

经济向一个全球经济的整合。⑤这一定性显然尚不

足以涵盖全球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深广影响。 《牛
津英语词典》把全球化定义为“具有全球意义的行

动、过程或事实”，是“企业或其它组织以此发挥国

际影响或开始在国际范围行动的过程”⑥；而安东

尼·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进一步扩展了全球化

的意涵，他认为“全球化是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

以及经济的全球化”⑦，指出全球化“是我们现在的

生活方式”⑧。
在如何理解不同时期、不同维度下全球化的内

在联系方面，比较常见的观点是以 ２０ 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为界，把全球化分为“旧”全球化时代与“新”全
球化时代。⑨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Ｊｏｓｅｐｈ
Ｄ． Ｎｙｅ 等学者，从国际相互依赖性 （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增加的视角入手来理解全球化的内涵变动⑩，
提出“薄全球化”与“厚全球化”概念。 他们认为全

球化有一个从“薄”向“厚”的发展过程：“薄全球

化”的例子之一，如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它以沿线区

域往来贸易搭建起连接欧亚经济文化的桥梁。 “厚
全球化”则指经济融合、技术转让、观念普及、文化

多元成为普遍化要素渗透全世界的过程。 在此过程

中，全球主义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ｍ） 逐渐增厚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ｔｈｉｃｋ）、逐渐强化（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并逐渐加速。由

于全球化内涵指向全球联系不断增强、全球意识开

始主导国际关系、全球价值逐渐为不同文化所接受、
全球组织日益发挥引导作用的进程，我们可以从如

下几方面对全球化做出界定：（１）全球化是一个过

程，是不同国家、民族、组织、个人在物质、精神层面

日益冲破已有的隔离或束缚，以跨国、跨区域、跨洲

际的形式，从单维到多维、从浅层到深层、从物质到

观念日益紧密联系、日益深化融合的过程；（２）全球

化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物质和精神方面

的生产方式是不同区域和国家合作的结果，全球化

辐射地区的生活方式也因受不同文化价值的交叉影

响而产生变化；（３）全球化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人们

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从固守孤立的民族主义到拥

抱多元一体的世界主义的转化；（４）全球化是一个

理想境界，它倡导全球视野，关注民族国家的全球性

责任、跨国企业行为的全球性后果，致力于通过交往

与合作形成并强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２０１９ 年末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大

流行影响至今，使处于发展中的全球化受到了前所

未有的挑战，有人甚至建议以此次疫情为界，将人类

历史分为“前大流行时期”和“后大流行时期”。 时

至今日，由于新冠病毒的变异、传播链的扩大消减了

疫苗的作用，世界依旧被笼罩在病毒的威胁之中。
但较之发展初期，我们现在也许正处在由疫情向后

疫情时代过渡的转折点上。
当我们谈论疫情与后疫情伦理问题时，首先要

思考与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相比，世界是否会产生

根本性变化，这一变化是否具有普遍性。 在这场 ２１
世纪范围最大的全球性疫情面前，许多学者已经慎

重地考虑其可能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影响。 《人类简

史》作者尤瓦尔·诺亚·哈拉里（Ｙｕｖａｌ Ｎｏａｈ Ｈａｒａ⁃
ｒｉ）在 ２０２０ 年就断言：“这场风暴终将过去。 但我们

现在做出的选择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改变我们的生

活”，而其他人更为忧虑这场疫情将会带来一个“不
那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甚而是“我们所知

道的全球化的终结”。不论怎样，新冠疫情确实可

以作为人类全球化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引

发的“筑墙运动”加深了一些人对于全球化的怀疑、
忧虑和曲解，强化了反全球化的思潮。 因此，如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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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视角审视这些现象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

伦理。

二、疫情与后疫情时代的伦理问题

反全球化之声并非始于新冠疫情暴发。 事实

上，全球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总是与反全球化的呼

声并行激荡。 尤其是近二十年，持反全球化立场的

部分西方学者和政客常常借重大国际事件作为全球

化终结的佐证：从 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到 ２００８ 年金

融危机，从 ２０１２ 年 Ｇｒｅｘｉｔ（希腊威胁退出欧盟）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Ｂｒｅｘｉｔ （英国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乃至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退群”、２０１８ 年中美贸易战以及随

后开始的“中美脱钩”，都成为他们口中全球化终结

的标志。 虽然所谓的终结论大多被证实为危言耸

听，但这些论调不断受到热捧，某种程度上说明全球

化似乎面临着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 在新冠疫情大

流行之前，全球化的问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

全球化的性质所产生的问题，一类是由全球化后果

所造成的问题。
从性质上看，由于 ２０ 世纪的全球化浪潮发端于

欧美等西方国家，因此人们常把全球化等同于“西
方化”。 如罗兰德·罗伯逊（Ｒｏｌ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一方

面提出全球化“把世界浓缩为一个单一地域”，另一

方面又认为“全球化主要被用来描述西方现代性观

念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历史进程”。当西方主导的

全球化进程受阻时，就会有人以此推论，提出“全球

化的退潮，不仅仅是因为‘负面影响’，也不是简单

的航线修正就可以挽回的。 作为一个运动，美国和

西方国家发动并主导的全球化已经终结；还有人断

言，作为一个时代，全球化已然落幕，世界即将进入

‘后全球化时代’”。 从后果来看，全球化作为一

把双刃剑，在推动世界繁荣、全球一体的同时，也产

生了许多消极后果。 这些消极后果不仅造成国家内

部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而且加剧了不同区域国家

间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全球

化虽为积极回应全球性挑战提供了较好的平台，但
是世界根本结构并未改变，全球问题也没有因此减

少。 相反，能源、生态等问题由全球化所引发的高产

耗而趋于恶化，跨国犯罪、恐怖主义、难民移民、知识

产权侵犯、网络黑客攻击等问题，则由于国际合作缺

失或监管力度不够而继续泛滥。 同时，全球化虽一

定程度上弱化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全球规则与地方

特色、文化多元与价值一元之间的差别，但新的国际

公正体系、合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现有的制度又强

化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对立，由此造成了对现代世

界民族国家本位体系的冲击，加剧了全球化与逆全

球化的冲突。 这些冲突加上国际政治的瞬息万变，
催生了西方国家内部极端保守主义的崛起和反全球

主义价值取向的盛行。
新冠疫情并未消解旧有的矛盾，反而放大了已

有的问题并增加了许多新的争议。 面对全球疫情扩

散和随之而来的种种矛盾，我们需要从价值上重新

审视全球化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技
术、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如果说在新冠疫情之前全球贫困和全球不平等

并存，而全球贫困的道德紧迫性掩盖了全球不平等

的重要性，那么新冠疫情则使得全球不平等更为突

出。 原来多少受到忽视的不平等问题，由于疫情所

带来的经济活动停滞、防疫措施极端而明显暴露出

来。 英国学者戴维·莫利（Ｄａｖｉｄ Ｍｏｒｌｅｙ）以虚拟互

动技术为例，说明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富裕家庭和

贫困家庭对这一资源的占有和掌握的不均等，从根

本上强化了现有的不平等形式。 同时他还认为，Ｃｏ⁃
ｖｉｄ－１９ 暴露了当代城市生活所依据的许多根深蒂

固的假设的脆弱性。疫情期间凸显医疗条件不足

（如某些国家的重病床位、氧气供应、呼吸机数量

等），已经导致不平等的医疗待遇，反映在年龄、贫
富、地位、区域的差别等领域。 我国学者孙立平在一

篇文章中援引 ＭＤ 安德森癌症中心张玉蛟教授的观

点：由于不同国家疫苗接种率存在巨大差异，免疫落

差正在形成。 一旦欧美等发达国家达到群体免疫开

放国门后，将会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冲击，那些有免疫

落差的国家，就有可能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最近

多国疫情失控就是非常现实的案例，免疫落差极有

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状况，甚
而影响到未来世界格局。

鉴于新冠疫情的传播很有可能使得一些民族国

家重回孤立对抗状态，《世界邮报》总编辑内森·加

尔德斯（Ｎａｔｈａｎ Ｇａｒｄｅｌｓ）评论道：“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传播

揭示了世界相互间依存的深度和全球机构的匮乏，
无法应对其各种各样的联系”，并呼吁建立新的平

台，“以应对互联的世界”。我们不禁会问，在世界

被全球化串联起来的今天，为什么民族国家非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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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愈加团结，反而趋向孤立？ 横亘在狭隘民族主义

者和全球主义者之间关于道德规范、价值信仰间的

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其根源在于对自己民族或国

家的排他性认同，以及从个人利己主义升级为国家

利己主义的价值取向。 从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出发，
各国和不同群体间本应透明的合作关系转为相互隔

膜或不合作。分歧扩大、对立加剧危害到的无疑是

人类整体利益，特别是那些如防治新冠疫情等有待

国家间共同协作才能达致最大化利益的全球性问

题。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构成否定全球化的充分

理由。 事实上，前述种种的反全球化话语，依然是在

全球化语境下进行的，如果我们从关系的视角看，它
们本身也是一种全球现象。 数字及信息技术的出现

与普及，使人类不可能仅凭政策的变动就回归到工

业革命乃至大航海前的世界。 项飚谈到当今激烈的

中美竞争时断定，全球性并不会因此而减弱，反而意

味着我们今后看问题的全球视野必须更加敏感。

最后，我们也不能忽视在面对依然存在的疫情

时，人类对于伤痛的承受能力。 自疫情发生以来，全
球已有近两亿的感染者，４２０ 多万人因病毒而死去。
国内新冠疫情暴发时期，各国各地都开设心理援助

热线，致电者源源不断。 然而心理援助热线只能起

到临时疏导的作用，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之后，面对无

法挽回的伤痛，如何使人们正视过往并疗愈自身，是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伦理不能回避的问题。 Ｐａｂｌｏ
Ｓｅｒｖｉｇｎｅ 和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Ｓｔｅｖｅｎｓ 在探讨他们所谓的“崩
塌学”（Ｃｏｌｌａｐｓｏｌｏｇｙ）中复杂的实践性和地理性时，
聚焦于全球化系统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对超全球

化的弱点进行了批判性的阐述。赵汀阳在《病毒时

刻》一文中也对苦难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现代系

统能够生产物质上的快乐，却不能生产作为至善的

幸福，更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 而苦难由于落在主

体性的能力之外，因此成为一个绝对的形而上的问

题。在前现代社会，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主要依靠宗

教的超越性来抵御苦难，进入科技兴盛而宗教衰微

的现代社会，人们又要用何种方式抵御苦难？ 以前

曾有学者提出替代性方案，如梁漱溟主张“以道德

代替宗教”、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等，但皆收

效有限。 西方一些学者将民族主义代替宗教，如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理解为“血缘关系”（ｋｉｎ⁃
ｓｈｉｐ）或“宗教”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认为对民族的奉献能够

化解生命无意义的苦痛，使个人的生命达到升华。

但正如其后发展所显示出的，过于激进的民族主义

思想不仅不可能化解痛苦，反而由于其反全球化的

举措带来更多痛苦。 后疫情时代，对此全球共同的

课题，我们尤其需要学会正视苦难，把对于苦难的抵

御与抚慰内化于全球化伦理的价值信条中。 无论从

全球不平等角度，还是从不同民族国家自身利益角

度，只有发展出以全球化伦理为基石的 “强关系

性”，深化国际互动、全球合作和价值趋同，才能使

生存与发展成为可能，也才符合全人类的整体和长

远利益。

三、重新认识全球化进程中的关系伦理

在“长全球化”的立场上，每一种富有生命力的

文明都有自己特殊的“全球化”过程，这一文明的

“全球化”与作为“他者”的世界所拥有的意识、观
念、价值直接相关。 如此众多的过程最后汇成作为

整体的人类“全球化”，成为影响地球每一角落的波

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作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关系

场域，“长全球化”不可能是可以随意挥之而去的历

史片段，中国自始至终都是在场者、参与者和推动

者，其关于世界的观念演进可以看作是全球化关系

伦理进程的一个缩影。 因此，当我们从历史层面、现
实层面与方法层面来认识人类的关系性本质时，我
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后疫情时代全球化如何强化而

不是消解人类的关系伦理。
１．历史层面的关系伦理

对于全球化的伦理坚持需要置身于历史中去理

解。 我们今日的全球意识是中国人关于世界观念长

期演化的结果，其自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作为多

元文化集成的“中国”，起初就在与周边文化相互磨

合中，产生出其极度重视对外关系这一“世界化”倾
向。 我们可以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大致

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天下”等同于“世界”。 此时的“中

国”居于世界中心，传说中大禹定“华夏九州”及

邹衍推设的“赤县神州”，皆暗含对“中国”与“世
界”关系的理解。 中国与外部世界此时构成一个同

心圆，处于圆心的中华文明通过教化向外部进行文

明扩散。 这种世界观主导着中国人对自身与蛮夷及

更遥远的“六合”“八荒”可能存在文明的态度，这一

态度在春秋时期以“华夷之辨”的形式表现出来。

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观虽然也产生了“四海之内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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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的普世思想，但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形成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

统观念。
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意识到外部世界的“强存

在”，由此进入对世界理解的第二阶段，形成了中国

与“世界”并存的天下观。 “世界”（主要是西洋和东

洋）开始与中国并存又对立。 倏然的思想巨震撼动

了中国人观念深处对于天下的认知，但这种认知在

转变过程中也伴随着内部的撕裂，“中体西用” “师
夷制夷”等思想是这种撕裂的外现。

第三个阶段的转变发生在 ２０ 世纪前后。 遭遇

甲午战争失败和八国联军侵略的中国，非但不再是

世界中心，也不再是与西洋、东洋对等存在的国家，
而面临日益边缘化甚至亡国灭种的危机。 这一时期

“救亡图存”是中国人的核心诉求，此后种种运动、
革命、战争，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从图存自强的目的

中得到解释。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被立为国

策，中国得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链条中。 政策的转

变标志着中国人世界观的转变，由此带来中国国际

地位的转变与新“全球意识”的形成。 ２１ 世纪初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后，中国更借助全球化，快
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的世界观开始

进入第四阶段：世界日益成为一体而中国在其中居

于重要地位并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此时中国不仅自

觉融入世界关系链，而且不断在新的维度上扩展着

与各国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深化全球化的路径和

方法。 这样的角色和定位暗含着关系理性的日益深

入人心，也是我们理解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伦理的出

发点。 疫情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理性逻辑，不过

是使其更加复杂化、情绪化而已。 因此不能简单回

避情绪化的民粹主义，而是要疏导疫情所产生的危

机感，限制自我中心主义和自我膨胀的独断主义，推
动全球化关系伦理进入新阶段。

２．现实层面的关系伦理

当今世界早已越过早期单纯的贸易角逐而步入

多领域纵深交汇的“新全球化时代”。 彼得·辛格

（Ｐｅｔｅｒ Ｓｉｎｇｅｒ）曾以“９·１１”事件为例，论述恐怖主

义怎样弱化国家主权，进而促进超越主权国家的世

界的形成：“各国领导人都默认了这样一种观点：一
个国家对任何其他国家都负有一种责任———必须镇

压本国境内的某些活动，以免他们在别国境内制造

恐怖主义袭击，如果此国不这么做，那么对其发动战

争将是合理的。 这可以表明当今世界在通往全球共

同体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后疫情时代并不能

否定国家之间的联系，但可以增加新的变量。 虽然

Ｃｏｖｉｄ－１９ 依然是人类的威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但新的应对措施将无可置疑地消减不确定性，因
此，可以说“我们正向一个融通的世界迈进，疫苗接

种和检测使人们能够自由旅行而不必隔离”。 全

球化乐观主义者甚至断言，疫情过后全球化将进入

黄金时代。 比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罗德·詹姆

斯（Ｈａｒｏｌｄ Ｊａｍｅｓ）最近撰文指出，历史地看，多次危

机都加强了而非削弱了全球化，以此推演，后疫情时

期世界将步入“再全球化”。 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巨

大挑战除新冠疫情外，还有气候变化等，解决这些问

题的方案便是全球公共产品。而这样的全球公共

产品需要更深入、广泛的国际合作才能提供。
我们说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依然必要，不仅因为

以往的普遍性问题尚未解决，还在于经历过新冠疫

情大流行之后，我们更加需要共享全球化所带来的

便捷与成果。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
ｓｏｎ）将全球化理解为一个通讯概念，交替地掩盖和

传播文化或经济意义。今日的通讯发展的意义，已
远超“启蒙”而成为新技术的更新迭代。 生活在今

日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新技术的受益者。
郑永年在探讨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新秩序时，虽然提

出“有限的全球化”将取代曾经的“超级全球化”，各
国的经济供应链和产业链将会逐渐回归本国，产业

关联度也将视情况而定，但也认为孤立地各自发展

显然是不可行的：“后疫情时代，各国仍然需要通过

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应对危机，避免各国各自为

战。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之后，没有一个

国家可以在任何重大问题上独善其身。”不论是

“超级全球化”，还是“有限的全球化”，或者所谓的

“后全球化”，其核心都是世界依然需要国家间的合

作。 与之相应，文化价值领域的融合不可或缺。 在

此意义上，要解决全球化的内外问题，便无法回避与

全球化相伴而生的伦理价值问题。 以新冠疫情中的

不平等问题为例，平等的观念虽然在现实中大多表

现为分配平等，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道德理想、社会

理想和政治理想。 运气平等主义和排他平等主义都

偏离了作为这些理想的平等观，唯有全球以公正为

基础的平等主义才可以真正实现平等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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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国际合作与竞争不仅依然存在，而
且很可能会更加紧迫。 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兴起

与美国影响力的减弱，许多美国学者表现出对于权

力下降的焦虑和全球未来秩序的担忧。 兰德尔·施

韦勒（Ｒａｎｄａｌｌ Ｌ． Ｓｃｈｗｅｌｌｅｒ）在《麦克斯韦妖与金苹

果：新千年的全球失序》中以热力学中的“熵增”隐
喻新千年以来国际政治的“失序”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熵可

以被视为对宇宙中的失序的一种度量，熵越高，失序

亦越增加。 作者虽然以乐观的态度谈到中美之争，
指出未来中美将在一个多元化、多中心的体系中维

持一种“竞争性共存” （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但
依然透露出对于美国全球统治与维持秩序的合法性

下降的忧虑。 此书英文版成书于 ２０１４ 年，那时作者

认为：“找到国际政治中熵增补救方法的关键……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系统进行一次巨大的冲击，发
生一场极其严重的灾难，砸通封闭系统的外壳，给世

界注入新的、有用的能量供其再次运转。”在作者

看来，这种冲击可能是一场可怕的自然灾害，一场霸

权战争或一场全球流行病。 戏剧性的是，在该书中

文版面世的 ２０２１ 年，这场全球性灾难真的发生了。
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生活在这场疫情所产生的后

果中。 如何在新的环境中不是被动地承受关系的变

动而是积极地发展国际关系，如何从伦理的视角来

理解和建构新的世界关系，更需要从方法论的层面

进行探讨。
３．方法论层面的关系伦理

从道德冲突到伦理融合是一个从文化多样性走

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当今伦理道德发展的

必由之路和最根本的文化战略。中国和世界上大

多数国家一样，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在后疫情时代，
继续推进全球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在历史进程和现

实发展中认识到关系伦理的重要性，也需要从方法

论层面上建构新的话语体系，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

意识。
反全球化浪潮的主要思想依据是偏激的民族主

义和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 究其由来，民族这一出

自近代的概念，其兴起的原因复杂多样，包含政治、
经济、地理条件等重要因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试图证

明民族实际上是被集体认同所建构出来的。 在关于

“民族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这一论断中，他将民

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人

造物”。这些“人造物”在 １８ 世纪末被创造出来，
其意义在漫长的历史时间中逐渐加深，直至今日在

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深刻的情感正当性。 但以民族主

义否定全球主义并不具有伦理的正当性，既然民族

主义是特殊时期的文化人造物，它只具有一定的历

史存在必然性，只有作为通向全球主义的桥梁时，才
能在后疫情的全球化时代在伦理道德上得到论证。

面对全球化的质疑，金观涛探索了诸多问题背

后更深层面的价值。 他援引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
ｍａ）的说法，目前“几乎所有权威的信息来源都遭到

质疑，并受到可疑的、来路不明的挑战”，这表明全

球化所赖以展开的价值基础正在动摇，而没有共同

价值的全球经济共同体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认为，
想要促进全球共同价值的重建，不是要废弃全球化，
而是要对现实的全球政治话语进行重构。 露丝·沃

达克在其著作《话语、政治、日常生活》中通过创造

性的“话语—历史路径”，对西方社会政治领域的话

语进行分析研究。 “话语”在“话语—历史路径”中
被定义为“与宏观话题相关；位于具体社会活动场

域的，依赖语境的符号实践簇；由社会构建并构建社

会；整合各种彼此相异的立场和声音”，因此沃达克

将宏观话题相关性、与某个具体社会场域中的各种

声音相关的多元视角性和论辩性视为构成话语的三

要素。自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来，国际社会围绕“后
疫情”（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这一宏观话题构造出一系列

话语，如“后疫情国际体系”（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后疫情经济”（ｐｏｓｔ－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
ｍｙ），“后疫情重建” （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后疫情世界” （ ｉｎ ａ ｐｏｓｔ －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
等，并使之成为围绕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将在意大利罗

马举行的 Ｇ２０ 首脑会议前期系列高峰论坛（如智库

２０、文化 ２０、金融 ２０、技术 ２０ 等） 的主题内容之

一。 这些符号话语直指后疫情时代的全球问题，
在专家学者、国际组织、智囊智库那里得到提出和论

证，并有待于进一步完成从理论到实践、从知识到行

动的建构。 在关于建构新全球话语体系方面，我国

学者也多有尝试。 比如，赵汀阳关于“天下体系”的
话语建构，其中内含着兼具现代性和未来性的兼容

性世界观；黄勇利用儒家和道家的资源提出的“道
德铜律”，即 “人所欲，施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

人”。 这些都可看作在方法论层面增强后疫情时

代人类关系伦理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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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的建构有赖于认识的提升，形成新的

特殊与一般的统一。 克利福德·吉尔兹在论述“地
方性知识”这一概念时，提到文化中蕴含的人类精

神创造的那些最精微的东西，需要“文化持有者的

内部眼界” “寻找个别的方式去重建新的知识结

构”。 但“符号形式” “操作行为”等概念，实际上能

够组成一个普适的参照系，可以用于“任何一个复

杂构成的社会”。当我们说重建适用于后疫情时代

全球化关系伦理的新话语体系时，并非意在消弭个

体差异，而是着眼于对地方知识的全球解读和对普

遍话语的地方解析，这两种方法殊途同归，共同构成

推进后疫情时代全球话语建构及其关系伦理的方

法论。

四、结语

全球化是一场深刻改变世界面貌和命运的价值

“革命”，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所有人、所有群体和

国家都主动或被动参与其中并不同程度地受到改造

的历史进程。 新冠疫情的扩散无疑会消减一些国家

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性，进而使全球化的发展遭

到前所未有的阻力和挑战，但全球互通的根本趋势

不会改变，而人类迄今面临的挑战也使全球化更为

必要：“面对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

生这一条出路。”因此，我们需要从关系性出发，增
进而非削弱适用于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价值认同，
建构全球性话语体系，促进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

之间的包容性和互通性。 基于关系性的全球话语建

构，并非要消减本土价值认同或消融特殊文化的在

场方式，而是在全球一体化中保持多元文化的对话

性及各民族间文化的弹性，使得不同民族、国家、地
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能够在相互交流中循环更新自

身的关系伦理。 这不仅是后疫情时代全球化良性进

展的保证，同时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达到的价

值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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